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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作為中國最早、最持久的對外開放的城市，既保留了中華文化的傳統基因，又因

長期作為西學東漸、中學西傳的橋樑成為中西文化交融的文化標本。《何以澳門》作為吳

志良對澳門研究的持續關注和思考，分別從“文化澳門”、“文學澳門”、“悅讀澳門”、“灣

區澳門”、“家國澳門”、“制度澳門”、“何以澳門”七個篇章展開論述，清晰地呈現

了作者對澳門作為文化澳門的定位，以及對澳門文化精神生成作出系統而深層的剖析。《何

以澳門》是作者多年來探究澳門的精神之旅，是基於澳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一中心、一

平台、一基地”新定位的再思考，也是立足當今世界現實以澳門歷史實踐為“文本”對人

類文明模式的一種探索。

對於澳門的文化精神，人們慣常以“古今同在，中西並舉，不同而和，和而不同”來

描述，而較少關注這一獨特人文風景形成的過程及原因。吳志良在《何以澳門》中開篇就

以文化澳門為主題探究其內涵。他不僅於歷史發展中剖析澳門文化形成的原因，指出文化

是澳門的生存之道，而且立足於祖國和世界發展格局，有意識地從文化的角度定位澳門，

以凸顯澳門作為世界文明範式的獨特性。

文化澳門是作者論述澳門的基礎。作為統領全書的篇章，“文化澳門”分別從歷史、

現實、精神內核、生活方式等多方面闡述了何以澳門。澳門這艘小舢舨在歷史長河中沒有

擱淺翻沉，恰在於不同民族、不同族群長期以來秉承的“不同而和”的精神，其能夠吸引

眾多歷史學家關注也在於它獨特的文化價值及城市精神。澳門的生存之道源於其文化的內

在力量：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心繫家園，堅守中國民族的認同奠定了澳門文化的基本

內核；敞開心胸、擁抱世界、兼收並蓄的視野為澳門文化的生長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抱團取暖、同舟共濟、守望相助的社區文化精神則築牢了社會的根基。吳志良認為正是在

這樣宏觀的定位及微觀的生活樣態中，澳門才得以在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過程中形成了人

們慣常描述的獨特的人文風景，並成為人類文明交匯的典範。

對於這獨特人文風景的形成，吳志良沒有視之為歷史發展自然而然的結果，而是在動

態的社會實踐中梳理出它內在的碰撞、協商、交融的過程，為人們深入理解和參照澳門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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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提供了可能。如果說“背靠祖國、放眼世界”是從宏觀視野定位澳門，那麼“同舟共濟”、

“守望相助”則是從微觀角度分析澳門文化的肌理，旨在展示在具體的社會實踐中，澳門

是如何化解糾紛、形成共識、避免衝突的。作者認為在面對外部環境和壓力時，澳門能夠

從內到外自然地妥協。具體來說就是政治管理上“華洋共處分治，葡人雙重效忠，緩解了

政治上的緊張”；經濟貿易上“共擔風險，共用利潤，建立了一個經濟共同體”；社會文

化上“互相尊重，相安無事，構建了一個和諧社會”，最終形成了“同舟共濟”的精神。

在歷史實踐過程中，澳門城市精神除了在外在壓力下不得已的妥協，藝術地處理生活和交

往方式外，更在於由社會內部自身動力而形成守望相助的社會氛圍和生活方式。鄉土型社

會的本質及鄉紳型社會領袖主導了澳門的主要社團，成為維護澳門以華人為主的社會自我

管理的中心力量。

正是鑑於澳門的獨特文化精神，作者將“文化強澳”和“文化強國”聯繫起來，立足

於“一帶一路”、“文化強國”等國家戰略，“總結澳門歷史經驗，弘揚中華傳統文化”，

探討“中華文化與人類共同價值的構建”。為了進一步闡述澳門範式，吳志良還從政治、

經濟、法律等層面對港澳展開比較，分析澳門平穩回歸並順利發展的多層原因。他認為除

了英國和葡萄牙的殖民管治手法、交還港澳行政管理權前採取的措施，以及港澳沿用的法

律體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同外，更重要的是澳門“不忘自己的根與魂”，“堅守自己

的民族認同和文化自信”。正是有這樣的靈魂使得澳門產生了不迷失自己的精神力量。

文化澳門的生成與發展，離不開全社會的全力參與和推進。澳門基金會作為本土文化

體系的奠基者、組織者、推動者、建設者和傳播者，自 1980年代創設以來，不斷地探索

澳門文化發展和建設的工作，逐漸地形成了“從點到面”，“從個體到集體、從業餘到專

業”，“從實踐到理論、從本地到國家”的經驗策略。不僅整理出版千萬字的檔案文獻資料、

圖書，舉辦多樣的文學活動，同時以實證主義和演繹主義並舉的哲學立場確定“澳門學”

研究對象的主體性，以此確立澳門研究過程中重要的理論方向，成為文化澳門、何以澳門

的重要推動力量。

文學藝術作為“創造性的心靈”，其創造是一個綜合的社會過程，不僅能夠帶領讀者

返回到經驗層面，同時還以非個體性的化身揭示普通日常中的情感與現實。澳門文學中蘊

含的人間煙火味、人情味與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一起構成了獨特的風景。澳門文

學中古今文學體式同在、中葡文學相互輝映的生態現實更是成為澳門文化的鮮明表徵。

在“文學澳門”篇中，作者首先以“文學的澳門‧澳門的文學”為題闡述了澳門古

今文學精神及發展狀況，“自言天竺原無佛，說與蓮花教主知”道出了澳門中西並舉的城

市特徵。源於對文學之於澳門、文學之於個體以及“文學的社會責任”的認知，吳志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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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將文學視為城市是否貴氣，以及是否有韻味的重要評判指標，同時將澳門文學作為澳門

文化的寶貴資源。為了全面推進澳門文學的創作與繁榮，培育、傳播澳門文化，澳門基金

會十分注重“澳門文學叢書”以及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的出版，期望通過文學出版塑造澳

門文學群像、講述澳門故事、踐行文學的社會責任。

此外，澳門基金會還通過舉辦“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我心中的澳門”全

球華文散文大賽、“澳門文學獎”等賽事增強了一代又一代文學人的文化自覺，喚醒了當

代澳門文學的勃興。澳門當代文學幾乎與澳門學研究同步興起於 20世紀 80年代，澳門文

學從離岸寫作到本土寫實、從僑居文學到本土文學的主體性確立，使得澳門意識、文化歸

屬和認同感與日俱增。

在眾多文學盛事中，幾十年如一日地開展的讀後感徵文比賽最為引人注目。澳門基金

會通過閱讀活化澳門文學，使更多的青少年瞭解、認識、傳承澳門文化精神。如將早期的

“澳門書刊讀後感徵文比賽”調整為“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同時以主題比賽的

形式更有針對性地引導和提升中學生的精神世界，引導學生建立起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

態度，加深對國家歷史文化的認識，提升學生在物質世界中的分辨能力和免疫能力。2024

年“一本好書獻回歸”的主題設置更是期望將滿載着“澳門故事”的書獻給世界，通過閱

讀澳門出版物和長輩、老師的回憶，讓澳門特區成立之後出生的一代更深入地瞭解澳門，

尤其是通過認知澳門回歸後居民當家做主的意識提升，以及優良的人文傳統得以充分發

揮，從而確定當今的澳門處於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

與文學澳門的認識相對應，吳志良始終將澳門這座城市視為滿載澳門故事的“書”，

而書的作者是所有關心、關注澳門發展的你、我、他。無論是蓬勃發展的社團，還是持之

以恆的各類文化活動，甚至上至學者下至中學師生對澳門的研究，它們共同構成了“悅讀

澳門”的主體。在該篇章中，作者不僅以序跋的方式呈現社會各界人士對澳門的悅讀，同

時也展現了作者以為他人做序跋的契機推進自我對澳門的悅讀。正如他在為《從澳門向世

界出發》一書寫出“天地蒼穹，寫意人生”的序文後，會繼續思考如何將澳門打造成國際

大都市，並醒覺小城市應該鼓足勇氣、打開格局，以“‘五百年來誰著史’的豪情重續澳

門歷史傳統，再創城市的新輝煌”。悅讀澳門是作者對全民參與澳門、建設澳門的形象概

括，是澳門的大眾、小眾群體、普通個體和精英為建構澳門形象、提升澳門話語共同作出

的努力，是澳門何以澳門的民眾基礎。

《何以澳門》在論述了文化澳門、文學澳門、悅讀澳門後，有意識凸顯澳門在國家發

展戰略中灣區澳門的定位，力倡澳門要緊緊抓住“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戰略地位，

引導澳門學界要“投身學術，貢獻社會”，在“洞察變局”中“探求未來”，在新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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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下以澳門文化精神為內核構建“價值共同體”。在“家國澳門”、“制度澳門”的實

踐中進一步探索何以澳門。

粵港澳大灣區（下稱：大灣區）作為國家重大發展戰略之一，既是新時代全面開放新

格局的新嘗試，也是推動“一國兩制”發展的新實踐。吳志良認為澳門參與大灣區建設，是

澳門“經濟多元化的必由之路”，同時也為澳門“緩解自身矛盾、解決深層次結構性問題拓

展了空間，提供了契機”。因此，他希望澳門能乘勢而為，抓住機遇，找到參與大灣區建設

的最佳路徑，為澳門特區的未來發展開創全新局面。在參與灣區建設中，作者特別強調要

以文化建設為基礎，將“嶺南文化的共通性與粵、港、澳文化發展的獨特性有機地結合起

來”，一方面大力弘揚嶺南文化的開放性精神和開創性傳統，另一方面發揮“一國兩制”的

優勢及港澳地區長期與西方交往、交流、交匯的實踐經驗，有效地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何以澳門”作為壓卷之作，是吳志良多年來傾心於澳門研究的學術探索，是其認識、

推進各項文化活動的精神指導，更是其對新形勢下澳門未來發展的展望。早在研究澳門政

治發展史時，吳志良就提出了“華洋共處分治，葡人雙重效忠”的論點，他認為澳門之所

以能成功扮演中西文化交流的平台角色，恰在於其提供了中西文化相遇和對話的“公共空

間”。為了充分釋放這一公共空間的文化價值，闡釋“一國兩制”下“澳門模式”的成功

實踐，歷史研究專業出身的他從歷史和哲學的角度論述“澳門歷史話語權的回歸”的重要

性。為了確立和建構澳門的話語權，在 20世紀 70年代澳門政治法律地位得以明確後，澳

門社會各界特別是知識界已努力尋求確立澳門個性的必要手段和途徑。1980年伊始，學界

提出了澳門學的概念，以期從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深入認識澳門，以便客觀掌

握更多實際情況、科學地把握其發展規律，為澳門更好更順利地回歸祖國，實現祖國統一

偉業作出理論性的探索。經過歷屆學人的探究，澳門學逐漸構建出本土知識體系。吳志良

認為作為本土知識而構建的澳門學，不僅是知識的匯總與歸納，同時其優勢體系的建構與

理論的昇華還具有全球意義。

在澳門學發展過程中，以吳志良為首的澳門基金會始終強調學術界要堅定正確的價值

導向，時刻不忘“國之大者”的鮮明國家立場，將“政治引領”作為“愛國愛澳”優良社

會傳統的首要基礎。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社會各界在夯實愛國愛澳的政治基礎上，堅

定維護和踐行“一國兩制”，澳門最終形成了以愛國者為主體的社會治理體制。在具體的

文化政策和舉措中，澳門學界重視歷史教育，以行之有效的方式培育和傳承家國情懷。如

學術界不遺餘力地推動“一國兩制”相關研究並構建理論體系，增強民眾對“一國兩制”

的理解、維護和踐行。正是理論認識上的深化，澳門從一開始就為回歸做好了準備。澳門

回歸祖國 25年來，整體上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和諧穩定，在實踐“一國兩制”上取得了

舉世矚目的成績。

可以說正是通過對澳門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梳理，從理論上確立了澳門的主體性並建構

了其話語權。圍繞澳門這一“人類文明實驗室”建構的新知識圖譜，讓世人更清晰地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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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澳門範式作為人類文明發展的典範，可成為人類文明發展新路徑和新景象的參照。

作為澳門的一份子，吳志良自 1988年加入澳門基金會、1992年出任基金會行政管理

委員會委員到管理委員會主席至今，始終探索着澳門的發展機遇，致力於將歷來被視為“文

化沙漠”的澳門打造成一片“文化綠洲”，使之成為“中國的文化矽谷”、“中國文化的

一張靚麗名片”。他不僅以此向世界傳播中華文化、中國理念、中國制度和中國價值，促

進中外文明交流互鑑和世界各國人民相互瞭解，同時以澳門範式為參照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發展，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發揮最大的作用。相比於以往對澳門“一個悲情的城市”

的感性描繪，《何以澳門》則系統性地對澳門文化精神的生成給予剖析，是作者幾十年來

初心不改地關注澳門、研究澳門，推動澳門文化建設，為澳門發展獻計獻策而努力的見證。

這既是個人書寫澳門的收穫，也是作為澳門基金會公職人員推動澳門研究的工作印記。

澳門範式的路徑探索——讀吳志良《何以澳門》


